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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政府全面推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其在全国层面集聚产生的作用愈发不可忽视。 在理论

分析中充分考虑城市之间协同创新、要素流动和贸易网络的特征,将互联网基础设施密度纳入多城市空间一般

均衡模型中,分析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大尺度空间中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实证方法进

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具有本地效应,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也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发

展水平。 集聚产生的效果主要通过区域创新溢出、区域市场一体化和缓解劳动力在空间中的错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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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mechanism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EN Chong, GUO Mingjun, HE Li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role

of its cluster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neglected.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actor flows and trade networks among cities are fully considered i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 density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multi-city spati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hich analyse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agglomeration in larg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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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

发展战略成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战

略部署。 鉴于互联网发展在重塑经济结构、重组

资源要素、重塑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

在过去的 15 年间逐步实施“3G 建设”“宽带中国”
“互联网 + ”等数字经济导向型发展战略,加快东

部发达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升级的同时不断推动

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前瞻性政策落地,不仅使中国整体互联网基

础设施水平走在世界前列,而且逐步缩小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不平等差距。 由此引发一个

重大的研究命题,即全面铺开的互联网及相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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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是否能够在促进建设地区发展的同

时,依靠其在大尺度空间中集聚产生的外部性带

动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
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已经全面改变了人类的

生产生活,从消费习惯到生产销售的组织方式,乃
至经济社会的形态。 这样的经济现实激发了大量

数字经济与互联网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但互联

网基础设施除了在建设地发挥作用,其在大尺度

空间中的集聚是否驱动了城市发展,一直还缺乏

相对严谨的研究。 虽然大量的研究已经支持了数

字化技术和互联网的超地理特征。 但互联网和数

字技术并不能完全无视地理距离法则的限制,这
也导致了在“数字经济能否改善区域不平衡发展

现状、促进平衡发展”的问题上,由于研究者选取

的空间尺度不同产生迥异的结果。 如郭峰等[1] 在

研究数字经济对行政边界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将
尺度选择在城市之内,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行政

边界地区相对(城市中心地区)更快发展,而张杰

等[2]通过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活动影响的

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拉

大了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 究其原因是,在城

市内部的研究尺度下,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溢出

效应。
然而,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全面铺开,数字

经济不但能够在城市内部发挥作用,而且在城市

之间的经济活动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如异地企业

合作、企业异地部门交流、异地电商活动。 因此,
本文主要在城市层面考察了在大尺度空间中的互

联网基础设施集聚能否带动城市的经济发展。 具

体而言,本文利用 2005—2019 年中国 242 个地级

城市的夜间灯光指数和其他经济、地理数据等高

精细颗粒度数据,从多个层面考察了互联网基础

设施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揭示了

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驱动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基础设施

不但具有本地效应,还具有集聚产生的空间外部

性。 互联网基础设施在空间中的集聚确实提升了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城市间协同发展。
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提

升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 3 条作用机制。 第一,互
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通过促进城市的创新水平,提
高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互联网基础设施

集聚扩大贸易网络中的经济活动,给城市提供外

部市场,通过实现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方式提高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的空间错配,促进了劳

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

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部分通过构造一个

包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密度的空间一般均衡模

型,分析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大尺度空间中集聚

的作用机制;第四部分介绍了本文使用的数据和

实证方法;第五部分是主要的实证结果,包括基准

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检验等;第六部分是

结论和相关政策启示。
一、文献评述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献有两支。 一是数

字经济方面的文献①。 随着数字化技术迅速改变

经济社会面貌,关于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影响的

研究大量涌现,这些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社

会的微观和宏观层面产生了复杂的激励。 居民视

角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推动了农村和县城居民

收入上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4]。 企业视角的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拓宽

产品销路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5]。 同时,互
联网和数字技术能通过降低企业获取创新所需知

识的成本[6],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宏观层面的研

究结论基本与以居民和企业为主体的微观研究一

致。 这些研究指出,数字经济便利了消费,促进了

城市创新和城市合作创新[3,7 - 8]。 除此之外,数字

经济在宏观层面还表现出其他特性,如由于互联

网和数字化技术具有独特的“超地理”特征,发达

的数字经济能够有效降低地理分割和政治分割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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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在研究领域,数字经济通常看作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升级的结果,在实证研究中,也不乏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作为数字经

济外生冲击的实例[1 - 3] ,这也意味着现有研究认同二者存在相近的激励机制。



致的贸易壁垒[1,9],对建立统一大市场具有正面意

义。 以上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全面系统地剖析了

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然
而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核心是互联和交流,天
然地带有正外部性。 目前,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

已经全面铺开,互联网基础设施实现了在更大尺

度空间中的集聚,加强了城市间中的技术互联、贸
易互通,然而现有文献对这一现象的经济结果分

析甚少,过去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全面铺开是否促

进了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其中蕴含了什么机

制? 这仍然是急需中国学者回答的重要研究

命题。
二是探讨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影响的

文献。 互联网基础设施重塑了经济地理学中的

“集聚力”和“分散力” [10],势必对区域间竞争、合
作产生重要影响。 现有文献一般认为过去全面铺

开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拉大了区域发展差

距[2],这是由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发达东部地区

的创新水平激励更为明显。 但正如前文所述,随
着中国政府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大面积铺开,
城市间的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变化。 互联网基础设

施在大尺度空间中集聚正通过创新溢出、贸易网

络、改变劳动力空间配置等多种渠道影响区域发

展格局,这意味着分析本地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激

励作用还不能全面评估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奇迹”的全面影响。 故本文借助一个引入互联网

基础设施密度的多城市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

分析,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对城市间协同发展的

影响以及其中可能的机制,并利用夜间灯光数据

进行实证检验。
相较现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数字化技术和

互联网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涌现出

大量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但却鲜有文献研究互

联网基础设施在大尺度空间中集聚产生的影响。
本文利用经济、地理多层次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基

础设施集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为数字经济相关

文献提供了重要补充。 第二,在理论方面:本文充

分考虑城市之间协同创新、贸易网络和要素流动

的特征,将互联网基础设施纳入多城市空间一般

均衡模型中,为刻画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

创新和区域平衡发展中的复杂激励机制搭建了一

个基础性的经济框架。 第三,在结论方面:本文发

现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具有本地效应,而
且其在空间中的集聚也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

平。 集聚产生的效果通过城市创新网络、城市间

贸易网络和城市间劳动力要素配置实现。
二、理论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参照现有空间一般均衡相关研究[11 - 13],
构建了一个包含内生技术和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

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 在该模型中,城市技术水

平不再外生给定[14],而是被外生禀赋、人口分布与

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共同决定,城市的互联

网建设将通过城市间人口流动、贸易网络、技术溢

出等路径,内生地影响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以下

将通过模型的分析,展示互联网基础设施升级的

复杂激励机制。
考虑一个包含 N 个城市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

型。 经济体中拥有总量为 L
-
的代表性居民,每个

居民在任一城市 n ∈ [1,2,…,N] 中选择定居,并
在当地无弹性地供给一单位劳动。

代表性居民偏好的设定,参照 Redding 等[13]

的研究。 代表性居民偏好遵照如下形式的 Cobb-
Douglas 函数,每位居住在 n 地区的代表性居民,可
以从当地的最终消费品(可贸易品) Cn、 不可贸易

住房 hn 中获得效用。 具体形式为:

Un = (
Cn

α )
α

(
hn

1 - α)
1 -α

(1)

式(1)中, α 表示居民的最终产品支出占居民

收入的份额。 与此同时,代表性居民还面临以下

收入约束:
PnCn + rnhn ≤ Θn (2)

式(2)中, Pn、 rn、 Θn 分别表示 n 地的价格指

数、土地租金率和人均收入。 通过最大化居民效

用,并整理可得 n 地代表性居民效用的表达形式:

Un =
Θn

Pα
n r1 -α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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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消费指数 Cn 由连续空间上不同种类的差

异化中间品所构成,并以不变替代弹性函数(CES)
形式给出:

Cn = ∑
N

s = 1
∫M s

0
c

σ-1
σ

ns ( j)dj[ ]
σ

σ-1

(4)

式(4)中, cns 表示由城市 n 购买城市 s 的中间

消费品数量; Ms 表示 s 地所生产的中间消费品种

类数;参数 σ > 1 表示任意两种中间消费品之间的

替代弹性。
通过商品消费指数 Cn 的形式,可知商品消费

价格指数的表达:

Pn = ∑
N

s = 1
∫M s

0
p1 -σ
ns ( j)dj[ ]

1
1-σ

(5)

参照 Krugman[14 ] 的研究,中间消费品生产以

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为特征,在生产函数上

表现为固定成本部分与可变成本部分之间的组

合,即中间消费品厂商生产需雇佣的劳动力数量

ln( j) 由固定成本部分 F 和可变成本部分
xn( j)
An

共

同构成:

ln( j) = F +
xn( j)
An

(6)

式(6)中, xn( j) 表示中间消费品厂商 j 生产

的中间消费品数量; An 表示城市 n 的技术水平。
通过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垄断竞争厂商的零利

润假设,能够获得中间消费品厂商的定价策略

(7)、生产策略(8)、劳动力需求(9)以及各城市内

生的产品种类数(10):

pns( j) = σ
σ - 1τns

ws

As
(7)

xn( j) = An(σ - 1)F (8)
ln( j) = σF (9)

Mn =
Ln

σF (10)

式中, τns 表示从城市 n 运往城市 s 的冰山运

输成本 (τns > 1) ②。

由于现有研究表明,城市间的技术扩散并非

是单向进行,而是经由城市之间复杂的协同创新

网络发挥作用[15],因此本文参考 Ahlfeldt 等[11] 的

研究,在地区技术水平表达式中引入互联网基础

设施的交叉溢出:

An = anLn
κΩλ

n ,Ωn = ∑
N

s = 1
e -δd snθs (11)

式(11)中, an 表示城市 n 外生的技术禀赋,用
于捕捉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地区异质性因素,如资

源禀赋、政策环境等; Ωn 表示城市 n受到的互联网

基础设施集聚外部性,由整个协同创新网络中城

市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密度 θ 复合而成; δ 用于表示

外部性的空间衰减速率; dsn 表示城市 s、 n 之间的

地理距离。
通过结合式(5)、式(7)和式(10)可以获得地

区价格指数的表达:

Pn = σ
σ - 1 σF( )

1
σ-1 ∑

N

s = 1
Ls τns

ws

As
( )

1 -σ

[ ]
1

1-σ

(12)
通过结合式(7)、式(8)和式(10)可以获得城

市 n 与 s 贸易份额③的表达:

πns =
∫M s

0
pns( j)cns( j)dj

∑
N

r = 1
∫M r

0
pns( j)cns( j)dj

=

Ls τns
ws

As
( )

1 -σ

∑
N

r = 1
Ls τns

ws

As
( )

1 -σ (13)

假定土地收入被分配给当地居民,因此居民

收支平衡意味着:
ΘnLn = wnLn + (1 - α)ΘnLn (14)

最后,区位均衡要求代表性居民在充分流动

之后,代表性居民选择任何城市居住都将获得相

同的效用 U
-
, 由此获得期望效用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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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冰山运输成本理论假设跨城市运输的成本远高于本地运输,以致可以忽略本地运输成本,即 τnn = 1,其表示每单位产品从城市 n运

往城市 s 都将由于长途发生损失,只剩下 1
τns

单位。

　 即城市 n 从 s 处购买的贸易支出占城市 n 总贸易支出的份额。





系统(OLS),时间跨度为 1992—2013 年;第二种被

称为 NPP / VIIRS 夜间数据,这个数据来源于 Suomi
国家极地轨道伙伴关系(SNPP)卫星上的可见红外

辐射套件 ( VVIIRS),数据跨度为 2012 年 4 月

至今。
由于以上夜间灯光数据均不满足时间跨度的

需求,本文所使用的夜间灯光数据基于仲晓雅

等[20]的研究。 仲晓雅等[20] 对 DMSP / OLS 年度数

据、NPP / VIIRS 月度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校正和

数据融合获得了中国 2000—2020 年的夜间灯光数

据。 本文对仲晓雅等[20] 处理的 2005—2019 年的

夜间灯光数据在城市层面平均处理,获得本文被

解释变量 2005—2019 年的城市年灯光亮度均值。
2. 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

为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对城市经济发

展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刻画互联网基础设施在

全国层面的集聚量。 本文参考李培鑫等[21] 的研

究,将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表示为其他城市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密度的规模加总,由于考虑到

空间外部性随距离衰减的性质[11] ,这种加总以

城市间距离的倒数为权重,变量构造具体如式

(19):

den - clusteri,t = ∑
j≠i

density j,t
dij

(19)

式(19)中, den - clusteri,t 表示 t 年作用于城市

i 的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 density j,t 表示 t 年城

市 j 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密度,参照张杰等[2] 的研

究,将互联网基础设施密度标准化为城市宽带接

入户数(万户)与城市年末家庭总户数(万户)的比

值; dij 表示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的距离⑦。 本文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EIC 数据库收集的 2005—
2019 年中国大陆 284 个城市的年末宽带接入户数

和年末家庭总户数,加以整理,最终构造出互联网

基础设施集聚量 (den - cluster) 的代理指标。
3. 其他数据来源

除去上文介绍的夜间灯光数据以及互联网基

础设施集聚量相关数据,本文实证研究还涉及

2005—2019 年中国大陆 242 个城市的行政区面

积、市内公路里程数、全市户籍人口数、全市大学

生数、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

额以及外商直接投资,这些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最终得到 2005—2019 年 242 个城市的平衡面板

数据。
(二)实证模型设定

为验证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lighti,t = β0 + β1den - clusteri,t + β3densityi,t +

ζX it + υi + μt + εi,t (20)
式(20)中, i 表示城市, 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

量使用 i 城市 t 年的平均夜间灯光亮度 lighti,t, 以

表示 t 年城市 i 的经济发展水平。 解释变量方面,
在控制了本地互联网基础设施密度 densityi,t 的基

础上,本文更加关注城市受到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集聚量 den - clusteri,t 的影响。
X i,t 为其他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组成的

控制变量,结合现有研究,本文具体选取了以下变

量。 第一,公路密度( road),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

贸易、城市创新等经济活动都息息相关[22 - 24],因
而需要加以控制,本文将公路密度,即城市每平方

公里的公路里程数作为衡量交通基础设施的代理

变量。 第二,高等教育( edu),高等教育是影响城

市发展的重要因素[25],因此本文将每万人中在校

大学生数量作为城市高等教育的代理指标加以控

制。 第三,人口密度( pop),人口是城市生产和消

费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户籍人口与行政区面积之

比作为人口密度的粗略度量,以缓解这方面的遗

漏变量问题。 第四,二产占比( second),由于二产

比重较高的城市处在更成熟的工业化阶段,经济

发展水平更高,因此本文使用各城市第二产业增

加值占 GDP 的比重作为二产占比的粗略度量。 第

五,财政支出(gov),财政支出是地方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来源,也是政府引导地

方经济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使用地方政府

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财政支出的粗略度

量。 此外, υi 表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 μt 表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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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任意两城市之间的距离用两城市中心经纬点之间的球面距离表示。



固定效用, εi,t 表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节以城市平均夜间灯光亮度为被解释变

量,考察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的影响。 表 1 汇报了基准回归的结果。
首先,本文基于式(20)的计量模型,采用 OLS

回归,得到表 1 第(1)列的结果。 从表 1 可以看

出,互联网基础设施不仅对本地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全

国层面的集聚也促进了各城市的经济发展,这一

结果验证了本文的主要观点。 考虑到使用本地宽

带接入密度作为本地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的代理

变量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郭峰等[1]

的研究,将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密度滞后一期加入

基准回归,得到表 1 第(2)列的结果。 其结果显

示,加入基础设施建设密度滞后项后,互联网基础

设施密度和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的系数仍然在

5%与 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全
面铺开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是通过疏解本地

经济活动的方式,促进周边地区发展,而是促进了

本地—周边地区协同发展。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夜间灯光亮度

(1)OLS (2)OLS (3)IV (4)IV
den_cluster 31. 870∗∗∗ 29. 084∗∗∗ 30. 265∗∗∗ 53. 295∗∗∗

density 3. 276∗∗ 1. 835∗∗ 2. 936∗∗∗ 2. 571∗∗∗

L. density — 1. 578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630 3 388 3 388 3 630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 — 634. 980∗∗∗ 538. 06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 — 3. 7e + 04 2 312. 005

然而,现有“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社会影

响”的相关文献[1,3] 经验表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法识别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的影响,会面临一定的内生性挑战。 就以上基准

回归而言,可能会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第一,双
向因果,城市经济发展也能溢出效应带动周围城

市经济发展,进而反向影响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集

聚水平。 第二,遗漏变量,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的因素很多,在这些因素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部

分与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存在相关性。 第三,
测量偏误,被解释变量夜间灯光亮度与核心解释

变量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的测度并非易事,无
法拒绝本文采用的代理指标存在测量偏误的

可能。
如上文所述,在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对

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基准回归可能由于双向

因果、遗漏变量、测量偏误等原因,存在内生性问

题的困扰。 因此,本文参照城市群人口空间外部

性相关文献[21]的研究思路以规模变量的滞后期作

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即使用滞后一期的互联网

基础设施集聚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2SLS)估计,第(3)列即为相应的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估计的结果。
此外,为了保证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的稳健

性,本文同时参考数字经济[2,26] 相关文献的研究

思路利用各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作为互联网基

础设施集聚的工具变量。 使用各城市到杭州的球

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杭州作为中

国电商规模最大的城市,对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发

展的带动作用明显,到杭州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

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外部性相关;各城市到杭州球

面距离作为外生地理因素,保证了工具变量的外

生性。 考虑到此两项指标均不随时间变化,本文

参考 Nunn 等[27] 的思路,收集全国层面 2005—
2019 年的互联网上网人数。 通过将当期全国层面

的上网人数数据与各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交

乘,得到最小二乘法回归中使用的工具变量,回归

结果如表 1 第(4)列所示。
表 1 第(4)列、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使

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的

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互

联网基础设施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

用。 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来看,对于工具变量无

法识别检验,Kleibergen-Paap rk 的 LM 统计量 p 值

均为 0. 000,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无法识别”的原

假设;在弱工具变量的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 的

Wald F 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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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的临界值,这说明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二)稳健性检验

指标解释能力的稳健性对本文实证结论可信

程度至关重要。 因此,本文设置了一系列方法验

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度量的稳健性。 在

基准回归中,本文利用仲晓雅等[20] 矫正的夜间灯

光亮度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指标,而在

稳健性分析中,本文将采用各城市人均 GDP 和

GDP 增速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指标,以
检验本文结论对于关键被解释变量是否稳健。 回

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其中,第(1)列、第(3)列是普

通最小二乘法的结果;第(2)列、第(4)是以“各城

市到杭州的距离与全国层面互联网上网人数的交

乘项”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结果。 从

表 2 可以看出,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的系数仍然

显著为正。
表 2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度量的稳健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人均 GDP 被解释变量:GDP 增速

(1)OLS (2)IV (3)OLS (4)IV
den_cluster 0. 657∗∗∗ 1. 102∗∗∗ 0. 218∗∗∗ 0. 227∗∗∗

density 0. 088∗∗∗ 0. 077∗∗∗ 0. 003 0. 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979 2 963 3 388 3 388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 369. 044∗∗∗ — 477. 222∗∗∗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 2 038. 812 — 2 010. 467

其次,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度量的稳健

性。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将其他城市互联网基础

设施密度的规模加总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

量的代理指标。 而在稳健性分析中,为检验结论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是否稳健,本文构建其他 4 个

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的代理指标。 第一,样本

城市1 000 km以内的其他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密

度的规模加总;与基准回归中构造方式一致,以城

市间距离的倒数为权重加总其他城市的互联网基

础设施密度,只不过此处将“其他城市”的范围选

定为距样本城市 1 000 km 以内的城市,具体构造

方式如式(21):

den - clusteri,t = ∑
j≠i,d ij < 1000

density j,t
dij

(21)

第二,样本城市 500 km 以内的其他城市互联

网基础设施密度的规模加总;此处构造方式与前

文一致,只不过将“其他城市”的范围选定为距样

本城市 500 km 以内的城市。
第三,相邻城市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密度均值;

此处参照标准线性平均( linear-in-means,LIM)模

型估计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28]将相邻城市的互联

网基础设施密度均值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

的代理指标。 以上 3 个稳健代理指标的回归结果

分列在表 3。 其中,第(1)列、第(3)列、第(5)列是

普通最小二乘法的结果,第(2)列、第(4)列、第
(6)列是以“各城市到杭州的距离与全国层面互联

网上网人数的交乘项”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结果。
在所有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中,互联网基础设施空

间外部性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中的

结果一致⑧。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在采用不

同识别方法以及关键变量度量方法后,仍然保持

高度稳健。
表 3　 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量的稳健性

变量
1 000 km 内 500 km 内 相邻城市

(1) OLS (2) IV (3) OLS (4) IV (5) OLS (6) IV
den_cluster 25. 106∗∗∗ 44. 862∗∗∗ 38. 696∗∗∗ 66. 307∗∗∗ 6. 489∗ 39. 663∗∗∗

density 3. 413∗∗ 2. 696∗∗∗ 3. 040∗∗ 2. 124∗∗∗ 2. 529 - 8. 0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630 3 630 3 630 3 630 3 540 3 540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 633. 351∗∗∗ — 619. 234∗∗∗ — 171. 119∗∗∗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 1 764. 960 — 1 429. 776 — 175.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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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第(5)列中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显著程度下降,可能是因为相邻城市之间经济活动的相关性更强,从而存在较严重的内

生性问题。



　 　 (三)机制检验

上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及稳健性分析,证明了

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确实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

有促进作用,而本小节则将进一步探究其中的逻

辑机制。 对于互联网具有的这种空间外部经济效

益,本文从技术溢出效应、外部市场效应两项可能

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同时本文也拟通过相关的

实证对此进行检验,以更好呼应前文的理论分析。
1. 创新溢出

互联网基础设施外部性与城市创新所面临的

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受到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外部

性的城市,能够拥有更为便捷的企业异地部门交

流和异地企业合作,从而有效降低创新的信息成

本。 因此,本文借鉴 Zheng 等[24]的思路,使用各城

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万个)作为城市创新水平的

代理指标,以检验互联网基础设施空间外部性对

城市创新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其中,第
(1)列为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第(2)列为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结果⑨。 回归结果表明外部的互

联网基础设施集聚显著地提高了受到的创新溢

出。 而 Romer[29]及之后的研究均表明,城市创新

活动是长时期中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结
合表 4 的实证结果与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相

关文献,本节指出外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通

过提高本地收到的创新溢出进而促进本地经济发

展的逻辑链条,这一逻辑链条也验证了前文中互

联网基础设施集聚的创新溢出机制。
表 4　 创新溢出机制的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夜间灯光亮度

(1)OLS (2)IV
den_cluster 4. 946∗∗∗ 5. 206∗∗∗

density 0. 406 0. 3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630 3 630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 538. 06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 2 312. 005

2. 市场一体化

市场一体化效应也是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促

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 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
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不仅提升了外部市场的消费

能力,即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带来了更大的外部

市场,而且克服了地理因素的制约,有效降低了贸

易成本,即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加强了与外部市

场的联系。 这意味着,当本地拥有更加发达的市

场经济时,便能更多地从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中

获益。 因此,本节通过分组回归,探究更开放的本

地市场是否有助于提升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对经

济发展的刺激作用,以便检验互联网基础设施集

聚的市场一体化机制。
本文参考郭峰等[1] 的研究,利用行政边界地

区的道路密度,作为城市与外部市场联系强弱的

指标。 具体来说,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各种类型

的道路矢量数据,提取构造了城市行政边界线内

外各延伸 1 km 形成的环带地区内的道路密度。 然

后按照所有城市的中位值,将城市划分为行政边

界线附近道路密度低和道路密度高的城市。 采用

同样的方法,本文提取构造了城市行政边界线内

外各延伸 1 km 形成的环带地区内的平均地势起伏

度。 下面是选取这两项指标作为市场分割代理指

标的原因。
政治竞争是导致市场分割的原因之一,有研

究表明,相邻地方政府竞争的激烈程度与行政边

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和其他资源投放量呈反

比[30],因此边界线附近道路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政治竞争带来的市场分割。 除此之外,天然

的地理因素也是市场分割的原因之一,地势起伏

度大的地区,通常修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难

度更大,这意味着行政边界线附近地势起伏大的

城市,与外部市场贸易的难度往往更高。 并且行

政边界地区是市际经济往来的窗口,采用行政边

界附近的数据能够充分表征经济往来的外部条

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城市内部市场的影响,结果

更具稳健性。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表明,行政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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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工具变量选取与上文一致。
　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此处机制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



附近拥有较高道路密度和较低地势起伏度的城市,
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有更强的正向作用。 以上对行

政边界线附近道路密度和地势起伏度的分组回归结

果,支持了上文讨论的逻辑———更开放的本地市场

确实有助于提升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对经济发展的

刺激作用。 这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通过提供便

捷的外部市场,提高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表 5　 市场一体化的机制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夜间灯光亮度

(1)
高路网密度

(2)
低路网密度

(3)
高地势
起伏度

(4)
低地势
起伏度

den_cluster 22. 462∗∗∗ 6. 543∗∗∗ 4. 474∗ 23. 214∗∗∗

density 3. 203 1. 680∗∗ 2. 225∗∗ 3. 4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815 1 815 3 388 3 388

3. 缓解空间错配

根据前文的机制分析,本节采用房价工资比

这一典型“分散力”指标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

是否有助于减弱 “分散力”,进而促进人力资本进

一步流动。 同时本文将各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

口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检验互联网基础设施

集聚能否促进人口的充分流动。
表 6 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表明,本地

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倾向于放大以房价工资比

为代表的“分散力”,阻碍劳动力向高生产力城市

移动,而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则有利于降低“分散

力”,促进人口的充分流动,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

集聚作用,缓解劳动力在空间中的错配现象。
表 6　 缓解空间错配的机制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房价工资比

被解释变量: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

(1)OLS (2)IV (3)OLS (4)IV
den_cluster 0. 066∗∗∗ - 0. 281∗∗∗ - 10. 551 20. 552∗∗

density - 0. 002 0. 038∗∗∗ 0. 411 - 3. 1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630 3 630 2 979 2 963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 38. 784∗∗∗ — 61. 026∗∗∗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 39. 899 — 64. 306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3G 建设”“宽带中国” “互联网 + ”为代表

的数字经济导向型发展战略,正逐步填平中国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不平等差距。 在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下一项“基础设施建设奇迹”之
际,非常有必要研究互联网基础设施在空间中的

集聚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及其机制。 本文基于夜间

灯光数据和其他经济、地理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基

础设施在空间中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互联网基础设施

集聚促进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互联网基础设施不但具有本地效应,而且互

联网基础设施在空间中的集聚提升了城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促进了城市间协同发展;第二,互联网

基础设施集聚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效应是互联

网基础设施集聚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机制;第三,
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的影响可以通过贸易链传

导,当地区间的行政分割和地理分割带来的市场

分割相对较弱时,市场会更趋向于一体化,此时互

联网基础设施的集聚优势也会更加明显,带来更

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第四,互联网基础设施集

聚能够有效降低房价工资比带来的“分散力”作

用,促进劳动力要素充分流动,缓解劳动力的空间

错配。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在评估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应全局

考量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本地效应和空间集聚

效应,利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集聚效应推动城市

间创新合作和市场整合,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第
二,利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间协同创

新共同体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的

资源整合能力,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
第三,推动建立统一大市场,降低区域市场分割程

度,积极为产品流动、资源流动、要素流动搭建平

台,充分激发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的空间外部性;
第四,利用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缓解劳动力空间

错配的作用,打通城市群、都市圈内劳动力流动的

131

城镇化与区域发展　 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在表 6 中,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与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差异较大,此处应该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关键堵点,促进城市群、都市圈内劳动力充分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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